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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脑卒中后抑郁(PSD)作为卒中后常见的情感障碍，其发病机制涉及神经递质紊乱、炎症激活及社会心理

因素等多维度交互作用。传统治疗手段因疗效局限及副作用显著，故亟需探索现代化疗法的创新应用。

本文基于近年研究进展，系统综述现代化疗法在PSD干预中的实际应用、优势以及挑战。研究表明，基

于机器学习与神经影像的预测模型可精准识别高危人群，而数字疗法联合动机性访谈可显著改善患者焦

虑及功能恢复。然而，现代化疗法仍面临大规模临床数据缺乏、机制解析不深及基层普及不足等挑战。

未来需加强多组学研究与跨学科协作，推动PSD干预向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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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t-stroke depression (PSD) is a common emotional disorder after stroke. Its pathogenesis involves 
multiple dimensions of interaction such as neurotransmitter imbalance, inflammatory activ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factors. Traditional treatment methods have limited efficacy and significant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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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thu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xplore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modern therapies. Based on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modern therapies in the intervention of PS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rediction 
model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neuroimaging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high-risk individuals, 
and digital therapy combined with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tients’ anx-
iety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However, modern therapies still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 lack of large-
scale clinical data, insufficient mechanism clarification, and insufficient grassroots dissemin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multi-omics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SD intervention towards precision and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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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脑卒中后抑郁(PSD)是卒中后神经功能网络动态失衡与多系统交互紊乱共同驱动的复杂性情感障碍，

其本质是“脑–体–环境”失协同的病理过程[1]。PSD 以动机缺失(而非单纯情绪低落)为突出，通过功

能网络特异性塌缩，如默认网络过度激活与突显网络抑制而诱发的一种抑郁表现。而且，脑卒中后抑郁

的病因多种多样，需要从多种病因角度结合分析。同时，在脑卒中发病率逐渐上升的背景下，国内目前

的诊疗方法主要包括常规药物治疗、物理疗法等传统方法[2]。随着现代化疗法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断发

展，PSD 诊疗技术也同样存在着新兴技术未被充分探讨。现综述如下。 

2. PSD 病因 

2.1. 西医病因 

PSD 的发生与卒中病灶的解剖部位密切相关。研究指出，左侧前额叶、基底节、丘脑等部位的损伤

更容易导致抑郁[3]。这些区域与情绪调节网络密切相关，损伤后可能导致情绪识别、情感表达及奖赏系

统功能受损[4]。早期研究表明，左侧基底节及其前方皮质损伤与急性期抑郁关系更为显著。近期影像学

研究(如 fMRI)进一步证实，边缘系统、前扣带回、前额叶皮层等区域功能异常是 PSD 的神经基础之一。

同时，神经递质系统紊乱是 PSD 发生的重要机制。卒中后，单胺类神经递质(如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

素、多巴胺)的合成、释放与代谢发生异常，导致情绪调节功能受损。其中，5-羟色胺(5-HT)被认为在 PSD
中起核心作用[5]。动物模型与人类研究均提示，卒中后大脑中 5-HT 水平降低，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部

分研究亦表明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类抗抑郁药物可通过恢复 5-HT 功能改善 PSD 症状，

从侧面支持了此机制。此外，卒中诱发中枢及外周炎症反应，释放多种促炎因子(如 IL-1β、IL-6、TNF-α
等)，其水平升高与 PSD 的发生密切相关[6]。这些炎症因子可通过改变神经递质代谢、干扰神经营养因

子(如 BDNF)的表达，进而影响神经可塑性与情绪调节[7]。研究发现，炎症因子可激活色氨酸–犬尿氨酸

通路，减少 5-HT 合成，同时产生神经毒性代谢产物，进一步加重情绪障碍[8]。 

2.2. 中医病因 

脑卒中后抑郁属于“中风”之后“神志失调”范畴，可归类于“郁证”、“癫证”等相关病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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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认为，脑为元神之府，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脑，脑卒中后导致气血逆乱、经络闭阻，脑络受损，

神明失养，为本病的基本病机基础[9]。卒中后患者多因正气不足，脏腑功能紊乱，情志失调，导致气

机郁滞、脏腑失调，进而影响心神活动，形成抑郁情绪[10]。其中，“肝郁气滞”是 PSD 常见的基本病

因之一。肝主疏泄、调畅情志，卒中后情志抑郁、郁怒不畅可致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而百病生。其次，

“心神失养”亦为关键环节，心主血脉而藏神，卒中后若气血两虚，不能上荣于脑，心神失养，神志活

动失常，故见情绪低落、善哭悲伤、失眠多梦等症[11]。又因“脾为生化之源”，卒中后病久体虚、脾失

健运，气血生化无源，进一步加重心神失养，形成“心脾两虚”之证。此外，卒中后机体痰浊、瘀血内

生，阻遏清窍，扰乱神明，亦可见“痰瘀阻络”之病机，表现为神疲懒言、表情淡漠、舌暗苔腻等[12]。
中医强调“形神合一”和“情志致病”，卒中虽起于脑之形体损伤，但其神志变化实为脏腑功能紊乱、

气血失调所致[13]。 

2.3. 社会心理病因 

除了生物学机制外，社会心理因素在 PSD 的发生中亦占重要地位。社会支持不足、经济困难、婚姻

问题、既往精神病史等均被证实与 PSD 相关。部分研究发现，女性、老年人及功能障碍严重者更易患

PSD，提示社会角色变化和心理适应能力对抑郁发生具有显著影响[14]。 

2.4. 中西医结合分析 

根据表 1 可以发现两者在对 PSD 病因的认知上存在较高的契合度和互补性。脑卒中后抑郁的病因机

制错综复杂，仅凭单一医学模式难以全面解释。中西医结合视角下，二者理论体系虽各具特色，却在实

际应用中显示出高度互补性[15]。未来研究应加强对中医证候与现代生物指标的对照研究，推动基于机制

的个性化干预策略，为 PSD 患者提供更高效、系统的综合治疗路径。 
 
Table 1. Analysis of etiology b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15] [16] 
表 1. 中西医结合病因分析[15] [16] 

西医学机制 对应中医病因 整合分析 

前额叶功能障碍 心神失养 心神失养可解释前额叶调节能力下降对情绪的影响 

单胺递质失衡 肝郁气滞 肝主情志，肝气郁结影响神经递质的调控功能 

HPA 轴功能紊乱 肝火上炎、阴虚火旺 长期应激状态导致虚火内扰，情绪焦躁不宁 

炎症因子激活 痰瘀内阻、热毒壅盛 炎症反应可视为“毒邪内生”，痰瘀化热扰神 

社会功能丧失 七情内伤、心脾两虚 情志打击致脏腑气血受损，神志失养 

3. PSD 现代诊疗技术 

3.1. PSD 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 

约三分之一的脑卒中患者在卒中后会出现抑郁症状，甚至可能导致长期的精神健康问题[17]。因此，

了解脑卒中后抑郁的影响因素，对于临床干预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18]。尽管脑卒中后抑

郁的病因复杂，但目前已有多种理论模型试图揭示其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肖爱妮[19]收集了 2019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1 月在国药集团葛洲坝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基本临床信息，

采用工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模型分析急性缺血性卒中(AIS)患者发生 PSD 的概率为 26.51%，

并通过模型认证了 PSD 与独居、高血压史、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教育水平等因素相关联。Simon Ladwig
等[20]调查了两家康复医院和一家急性护理医院的脑卒中患者，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了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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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史、卒中严重程度、身体残疾、认知障碍和社会支持以及抑郁症状这五个预测因素对 PSD 的影响，认

为精神障碍史是 PSD 所有测量时间点中产生郁证的关键风险因素。周云霞[21]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

型分析了绝经期脑卒中患者抑郁的影响因素，认为睡眠时间以及睡眠质量与脑卒中患者抑郁的风险高度

相关。钟霞[22]等采用机器学习，构建 PSD 预测分析模型，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以及神强占据了

主要作用，即除了睡眠质量以外，兴奋、胆怯等情绪潜移默化影响着患者的身体，进而发展成 PSD。 
PSD 除了与患者的生活习惯及性格相关之外，还与患者身体状况因素息息相关。左文伟[23]采用机器

学习(ML)方法评估中风患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影响因素，认为卒中后女性抑郁症的年诊断率明显高于男性。

此外，高等教育与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相关。例如，中国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发现，与仅受过小学教育

的卒中患者相比，高中或以上学历的脑卒中患者患抑郁症的风险较低[24]。未来的干预措施应考虑增加教

育资源的经济投入，以更有效地降低中风患者的抑郁风险。同时，年轻卒中患者比老年患者更容易出现

抑郁，可能是因为年轻人面临更大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心理韧性较差。李凤玲[25]等收集患者血压、吸烟

史等指标，并通过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预测，发现炎症轻重程度与抑郁的轻重程度成正比。神经网络模型

的预测精确度明显高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因此，在未来 PSD 的临床领域中，可收集多指

标数据结合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 PSD 的诱发病因加以控制和预防，以减小患者患 PSD 的风险。 

3.2. 现代化疗法应用 

现代化疗法是一种基于循证医学、通过软件程序直接干预疾病的治疗手段。其优势在于可实时预测

与反馈，具有较高的可扩展性和适应性，尤其适合慢病管理与康复领域的长期干预需求。因此，探索数

字疗法在 PSD 中的应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刘悦[26]采用“互联网+”远程教育结合动机性访谈方式对围

绝经期 PSD 患者进行心理干预。该类方法有助于缓解患者焦虑的情绪，并改善患者对日常生活的掌控程

度、肢体功能表现及自我管理能力。吕美玲等[27]以 1277 例 PSD 患者为研究样本，采用网状 Meta 分析

方法对多种干预手段的疗效进行比较。网状 Meta 结果显示，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方面，累

积排序曲线下面积排序依次为揿针 > 电针 > 头针 > 特殊针法 > 腹针 > 普通针刺。且研究结果表明，

电针、揿针、特殊针法、头针对脑卒中后抑郁患者抑郁状态的改善效果均优于普通针刺，而电针疗法在

提高抑郁症状总有效率方面表现出更为显著的优势。除了以上计算机方法以外，BDNF/TrkB 信号通路

在维持神经功能和调节情绪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其在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发展以及干预中具有重要

价值，是现代神经精神疾病研究和干预的热点之一。樊薛津等[28]研究表明，血府逐瘀胶囊可能通过激

活 BDNF/TrkB/p-CREB 信号通路，促进神经再生，从而在脑卒中后抑郁(PSD)的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

针刺也被证实可以调节 BDNF/TrkB 信号通路，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例如，“通督调神”针刺可影

响 PSD 大鼠海马 CREB/BDNF/TrkB 信号通路[29]。目前现代化疗法如网络模型分析、数字疗法、“互

联网+”方式等在 PSD 治疗的应用尚缺乏大规模 PSD 患者样本数据、长期的临床试验，并且相关机制有

待深入研究。 

4. 现代化疗法在 PSD 干预中的优势与挑战 

中西医结合与数字技术在脑卒中后抑郁(PSD)防治中的融合应用展现出诸多优势。首先，借助机器学

习模型(如神经网络)对多模态数据(PSQI 评分、炎症因子、社会支持指标等)进行整合，可实现对 PSD 的

精准预测与早期干预，其预测性能(AUC 达 0.91)显著优于传统回归模型；如钟霞等构建的融合中西医特

征模型，灵敏度高达 85%，为临床预警提供有力支持[30]。其次，在多靶点干预方面，数字疗法与中西医

结合手段互为补充[31]。刘悦等[26]应用“互联网+”远程教育联合动机性访谈，有效缓解围绝经期 PSD
患者焦虑症状，提升肢体功能恢复率。药物联合方面，SSRIs 如氟西汀配合中药复方(血府逐瘀胶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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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BDNF/TrkB/p-CREB 通路促进神经再生，联合治疗 6 周有效率较单药提升约 20%。此外，电针联合

rTMS 亦能增强前额叶–边缘系统网络连接，有效率达 78% [29]。尽管如此，当前中西医结合干预仍面临

诸多挑战。首先，机制研究深度与数据基础不足，多数研究样本量有限、随访周期较短，难以支撑疗效

的长期评价[32]；其次，技术可及性与标准化缺乏，基层医疗机构神经调控设备覆盖率不足 35%，中医辨

证标准主观性强，临床重复性较差[33]。同时，患者依从性与安全性亦是限制因素，老年患者对数字工具

接受度低于 50%，物理干预如电针可能诱发癫痫等风险，医保政策覆盖的不均衡进一步制约了疗法推广

[34]。最后，跨学科协作机制仍不完善，神经科与中医科在实际诊疗中存在沟通壁垒，干预路径碎片化，

三甲医院中规范开展中西医结合 PSD 治疗的比例不足 40% [35]。因此，未来应在扩大样本研究、优化干

预路径、提升技术普及与完善协作机制等方面持续推进，以实现中西医结合在 PSD 防治中的高效落地。 

5. 结论 

(1) 脑卒中后抑郁(PSD)病因复杂，涉及神经生物学、心理社会因素及中医病理机制等多个方面。中

西医理论对 PSD 的解释互为补充，前额叶功能障碍、神经递质失衡、炎症反应与中医所指的“心神失

养”、“肝郁气滞”、“痰瘀阻络”等病机在机制上高度契合。 
(2) 现代建模方法如多因素回归、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技术，在识别 PSD 高风险人群方面表现出较

高的预测准确率。相关研究已发现教育程度、睡眠质量、社会支持等因素与 PSD 的发生密切相关，提示

个性化干预具备理论与技术基础。 
(3) 现代化疗法(如数字疗法、电针、BDNF 信号通路调节等)在 PSD 干预中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其中“互联网+”心理干预、电针治疗及中药干预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改善抑郁症状方面均有积极成

效，表明现代技术手段可为传统治疗方式带来新突破。 
(4) 当前现代化疗法仍面临机制研究不充分、临床样本量不足、长期干预数据缺乏等挑战。未来应加

强跨学科整合，推动大数据与生物标志物结合的研究，构建机制明确、可视化强的个性化诊疗体系，以

提高 PSD 治疗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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